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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有着重要的影响，既可能成为碳源，也可能是碳汇。 本文在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

上，综述了土地利用变化对森林、草地和农业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 全球范围内，森林砍伐后向草地和农田的转化发挥碳源

的作用，在毁林碳排放中占主导地位。 热带地区森林转变为农田和草场的碳排放均高于温带和北方森林。 另一方面，土地利用

变化可促进森林的碳贮存，如退耕还林、改善森林管理等。 各区域森林生态系统，通过土地利用变化碳汇的潜力存在显著差别，
热带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具有较大的碳汇潜力，而干旱地区减少碳排放的空间相对较少。 开垦活动是影响草地生态系统碳储存

最主要的人类活动之一，草地转变为农田伴随着土壤碳的流失。 森林或草场转变为农田的过程伴随着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的减

少，降低了生态系统碳储量，是一个碳排放的过程。 伴随着城市的扩张，农田向建设用地的转化也是一个碳排放的过程。 当前

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遥感观测和遥感模型、统计估算、生态系统模型以及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模型的耦

合。 研究方法得到不断地完善和改进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性，因此需要建立统一的观测统计方法，降低数据中的不确

定性；完善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模型的耦合研究；建立多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综合技术方法体系；开展碳减排目标下

土地利用最优化布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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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ｕｎｄ⁃Ｐｏｔｓｄａｍ⁃Ｊｅ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Ｌ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ＬＰＪｍＬ）．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ｂｅｅ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ａｌｌｙ ｒｅｆ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ｒｅｍａｉｎ ｉｎ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
ｗｈｉｃｈ ｗｉｌｌ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ｏｆ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ｙ，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ｃｏｕｐ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ｅｘｐ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ｂｅ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ｉｓ ｆｉｅｌｄ．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ｓｃａｌｅ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ｄａｔａ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ｄｒｉｖｅ ｃａｒｂｏｎ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ａｎ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ｄｅｓｉｇｎｅｄ ｔｏ ａｉｄ ｉｎ
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ｌａｙｏｕ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ｔａｒｇｅｔ ｏｆ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ｍｏｒｅ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土地利用变化改变了地球原有的土地覆被格局，影响范围广、强度大，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最直接的人

为驱动因素之一［１］。 土地覆盖类型的变化往往伴随着大量的碳交换，多数的土地利用变化增加了大气中的

碳含量，是一个碳排放的过程，其对大气 ＣＯ２浓度急剧增加的影响仅次于人类燃烧化石燃料［２］，１８５０—２０００
年土地利用变化累积碳排放 １５６ ＧｔＣ，约占人为碳排放的 ３３％［３］，２０００—２００９ 年土地利用变化年排放（１．１±０．
７） ＧｔＣ，占人为碳排放的 １２．５％。 近年来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占人为碳排放的比重有所下降，主要是化石燃

料碳排放量上升的结果［４］。 另一方面，通过退耕还林还草、合理采伐和耕作、完善管理等保护性措施，可以减

少陆地生态系统的碳排放，此时土地利用变化发挥碳汇的作用。
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已引起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广泛关注。 国际地圈生物圈研究

计划与全球环境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计划联合提出了“土地利用 ／土地覆盖”研究计划，作为八个核心研究计

划之一。 目前关于土地利用变化碳效应的研究已从多个层面展开，多位学者研究了全球历史时期土地利用变

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５⁃８］。 另有学者从区域和国家的层面展开研究，涉及到亚马逊地区、喜马拉

雅地区和巴西、英国、印度、奥地利、尼泊尔、中国等国家［９⁃１７］。 受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森

林、草地、农业等，影响主要体现在生态系统碳储量的变化上，因此多位学者分别针对森林、草地、农业或者特

定的生态系统展开了相关研究。 Ｌａｌ 指出自然生态系统转换到农业生态系统会使土壤有机碳含量在温带地区

降低 ６０％、热带地区降低 ７５％以上［１８］。 Ｍüｌｌｅｒ⁃Ｗｅｎｋ 和 Ｂｒａｎｄãｏ 研究了不同气候带森林转变为草场和农田的

碳排放，并对不同土地利用方式造成植被和土壤的碳排放及在大气中停留时间做了说明［１９］。 Ｔａｏ 等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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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１—２００５ 年亚洲热带地区土地利用变化累计碳排放（１９．１２±３．０６） ＰｇＣ，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２０］。 另外一

些学者［２１］［２２］则从政策及经济的角度探讨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碳循环所带来的影响。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模型法成为土地利用变化碳效应研究的主要方法，主流模型有 ＣＡＳＡ（Ｃａｒｎｅｇｉｅ⁃

Ａｍｅｓ⁃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Ｍｏｄｅｌ）、 ＴＥＭ （ Ｔｅｒ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Ｍｏｄｅｌ）、 ＩＭＡＧＥ （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Ａｓｓｅｓ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ＬＰＪｍＬ （ Ｌｕｎｄ⁃Ｐｏｔｓｄａｍ⁃Ｊｅｎａ ｍａｎａｇｅｄ Ｌ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等［２０，２３⁃２５］。 遥感数据和技术在陆地生态碳循环方面也取得较大的进展，并被引用到土

地利用变化对碳排放影响的研究中［１５］［２６⁃３０］。 虽然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的研究不断深入，研究方法和模型得

到不断地改进和完善，但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当前的研究中仍然存在

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综述土地利用变化对森林、草地和农业生态系统碳循环

的影响，概括模拟过程中所涉及的模型和方法，并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展望。

１　 土地利用变化对碳源汇的影响

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与能量流动产生较大的影响，改变了生态系统的结构、过程和功能，
进而显著影响生态系统各部分的碳分配［３１］［３２］。 土地利用变化对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取决于生态系

统的类型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方式［３３］，既可能成为碳源，也可能成为碳汇。 森林、草地和农业生态系统的碳循

环易受土地利用变化的直接影响，因此本文从这几个方面进行总结。
１．１　 森林生态系统

森林生态系统包含了生物圈中大部分的碳，陆地植被与大气之间碳交换的 ９０％以上是由森林植被来完

成的，森林面积及覆盖类型的变化将会引起全球碳循环的变动［３４］。 整个陆地由于森林生态系统的变化每年

向大气中释放碳（０．９±０．４） ＰｇＣ［３３］。 土地利用变化对森林生态系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毁林，即森林向农田或

者草地的转变、工业用材和薪柴的收获与加工、不适当的管理等。 这些活动，尤其是向农田或草地的转变，会
导致森林地上生物量的减少，也会降低土壤有机碳含量。 这是因为地表植被生物量的降低进一步减少了土壤

碳的输入，其次覆被类型的改变造成土壤温度升高，加速有机碳的分解并释放到大气中［３５］。 而森林变为农田

和草场后的土地利用，如农田的耕种，会进一步引起土壤有机碳的降低［３６］，因此土地利用变化中的毁林是一

个碳排放的过程。
毁林的动因主要包括增加耕地和草场面积、用于薪柴和烧炭、不适当的森林管理、城市化的发展等。 据统

计发展中国家中，有 ６１ 个国家通过毁林实现农田和草场面积的增加，４４ 个国家采伐森林主要用作薪材和烧

炭，３４ 个国家由于不适当的管理导致森林退化［３７］。 全球范围内扩张农田和草场面积成为毁林的主要动因，
其造成的碳排放在毁林碳排放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主要是因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粮食需求

剧增，进一步促进农田和草场面积的扩张。 Ｏｌｏｆｓｓｏｎ 和 Ｈｉｃｋｌｅｒ 研究表明［６］，４０００ Ｂ．Ｃ —１９９０ 年全球永久性耕

地造成的碳排放为 １９４ ＧｔＣ，７４％的碳排放源自森林向永久性耕地的转变。 Ｖａｎ Ｍｉｎｎｅｎ 等指出［７］，不考虑森林

向农田和草场的转变，木材收获和加工在 １７００—２０００ 年间产生 ４４ ＰｇＣ 的碳通量，而这一部分碳与重新造林

产生的碳汇相当，对大气 ＣＯ２浓度影响较小，这进一步说明了森林向农田或草地的转变是主要的碳源。
区域层面上，毁林的主要动因不尽一致，进而毁林碳排放的主要方式呈现区域性差异。 热带地区的森林

砍伐主要是为了农田和草场的扩张，因此森林向农田和草地转换的碳排放占主导地位，约为毁林碳排放的

８５％，而收获木材及木材加工品释放的碳约占 １５％，碳排放相对较小［３］。 这种现象在巴西境内尤为显著，砍伐

后的土地 ６％作为耕地，６２％为畜牧场，３２％为次生林。 热带森林转变为农田后，碳储量将损失 ４０％，转变为牧

场将减少 ２０％［３８］。 另有研究表明，１９９０—２００９ 年拉丁美洲和非洲热带森林转变为农田或草场的年均碳排放

分别为 ２６０ 和 ２０９ ＴｇＣ，分别占这些地区森林年排放量的 ５０％和 ６５％ ，这与森林的大量砍伐直接相关［３６］。 与

热带地区不同，在北美洲、欧洲和俄罗斯的温带地区，木材的收获及加工所导致的碳排放成为主要部分［７］。
受气候带的影响，森林向农田和草场转变导致的碳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如表 １ 所示，热带地区每公顷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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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为农田和草场的碳排放分别为 １５１ 和 １２０ ｔＣ ／ ｈｍ２，均高于温带和北方森林的排放量，这主要是因为热带

森林的单位面积生物量和碳密度往往要高于温带和北方森林［１９］。 表 １ 还说明了，森林转变为农田造成的碳

排放要高于向草场转变造成的排放，这主要是因为森林用作农田后，地上生物量几乎完全被清除，土壤碳含量

也处于下降状态，１ ｍ 深度土层内的土壤碳损失达到 ２５％—３０％［３９］，而森林转化为草地后，土壤碳的一部分被

保留下来，草地土壤有机碳含量高于农田［４０］，因此森林转变为草场的碳排放相对较小。
土地利用变化一方面减少了森林生态系统的碳贮存，造成碳排放，另一方面却可以通过减少森林砍伐、退

耕还林、完善管理等保护性措施，促进森林生态系统的恢复和再生长，达到增汇的目的。 森林恢复过程中，植
被可以吸收大气中的碳，而土壤的碳含量则受温度和湿度的影响，表现出一定的趋势，从温带向热带地区吸收

速度加快。 受气候带的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减排潜力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别，热带湿润和半湿润地区土地利

用变化碳汇潜力最大，热带人工林和林地的恢复可带来较大的碳汇，而在半干旱地区，通过土地利用变化减少

碳排放的空间相对较少［４１］。 多位学者针对特定区域森林碳汇展开研究。 Ｃａｎｔａｒｅｌｌｏ 等［４２］ 估算了英国西南部

地区 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退耕还林和加强现有森林管理带来的碳汇，此种情境下年碳汇量相对较高，达到 ３．６３ ＭｇＣ
ｈｍ－２ｙｒ－１。 由于退耕还林等政策的实施，中国大量荒漠地、农田都转化为了草地或林地，六大造林工程使森林

覆盖率不断增加［３３］。 Ｆａｎｇ 等指出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间中国森林面积由 １１６．５ Ｍｈｍ２增加到 １４２．８ Ｍｈｍ２，森林总

碳库由 ４．３ ＰｇＣ 增加到 ５．９ ＰｇＣ，年均碳汇 ０．０９６—０．１０６ ＰｇＣｙｒ－１，相当于同期中国工业 ＣＯ２排放量的 １４．６％—
１６．１％［４３］。 西南山区和东北林区是中国森林的主要碳库，碳储量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表明中国近几十年大

规模植树造林的碳汇效果显著［４４］。

表 １　 不同气候带森林转变为草场和农田转化的碳排放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ｐａｓｔｕｒｅｌａｎｄ

土地利用变化类型
Ｔｙｐ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ｃｈａｎｇｅ

每公顷碳排放 ／ （ ｔＣ ／ ｈｍ２）
Ｃａｒｂｏｎ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ｐｅｒ ｈｅｃｔａｒｅ

热带森林转变为农田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１５０．７５

热带森林转变为草场 Ｔｒｏｐｉｃ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ａｓｔｕｒｅｌａｎｄ １２０

温带森林转变为农田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１３５

温带森林转变为草场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ｅ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ａｓｔｕｒｅｌａｎｄ １００

北方森林转变为农田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１５０

北方森林转变为草场 Ｂｏｒｅａｌ ｆｏｒｅｓｔ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ｔｏ ｐａｓｔｕｒｅｌａｎｄ ６４

　 　 数据来源［１９］

１．２　 草地生态系统

草地生态系统占陆地总面积的 ２５％，超过 ３．０ Ｇｈｍ２，是全球陆地生态系统的主要类型之一［３４］。 全球草地

生态系统中碳储量约为 ２６６．３ ＰｇＣ，约占陆地生态系统碳储量的 １２．７％，其中草地土壤碳储量占世界土壤有机

质碳储量的 １５．５％，生物部分碳储量占世界的 ６％［４５］。 因为草地的碳储量绝大部分约 ９０％集中在土壤中，因
此土地利用变化对草地碳循环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土壤碳贮量影响，它即可以通过影响净初级生产力直接影

响土壤碳储量，也可以通过温度改变土壤呼吸间接影响土壤有机碳储量［４６］。 开垦活动是影响草地碳储存最

主要的人类活动。 草地开垦为农田的烧荒使植被中的碳素全部释放到大气中，也使土壤有机质充分暴露在空

气中，促进了土壤呼吸，加速了土壤有机质的分解，土壤碳随之释放。 另外，开垦后农作物的收割进一步加剧

了土壤碳 的 流 失。 总 体 上， 草 地 的 开 垦 会 使 土 壤 碳 储 量 下 降 ５９％［４７］， １ｍ 深 度 土 层 内 的 碳 损 失

２０％—３０％［３９］。
土地利用变化影响草地生态系统碳储存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特定的地区和生态群落进行。 Ｐａｕｓｔｉａｎ 等指

出温带地区草地变为农田［４８］，造成土壤有机碳释放到大气中，碳储量减少 １８％—２９％。 近些年来中国粮食和

土地需求增加，开垦草原的现象日益突出，严重退化草原近 １．８?１０８ ｈｍ２，并以每年 ２?１０６ ｈｍ２的速度继续退

化，草地碳汇总量减少，从 ２０００ 年的 ５．５４ ＴｇＣ 减少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５．４９ ＴｇＣ，减少量虽然不大，但减少趋势明

４ 　 生　 态　 学　 报　 　 　 ３５ 卷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显［４９］。 另有学者指出，中国在 １９９０—２０１０ 年草地生态系统碳储量没有显著的变化，处于中性碳汇状态，草地

的碳吸纳强度为 ０．０２１ｔ ／ ｈｍ２，同时放牧与围封等人类活动将对草地碳储量及其动态变化产生强烈影响［５０］。
刘纪远和王绍强等研究表明，中国在 １９９０—２０００ 年草地土壤碳储量损失了 ４２．５—１１２．８ ＴｇＣ，其中林地转变为

草地后，中国西南地区土壤碳损失 ２．０４ ＴｇＣ，为中国六大地区之首；草地转变为耕地后，华北地区的土壤碳排

放 ３０．５３ ＴｇＣ［５１］。
对于草地生态系统，可以通过减少放牧和割草，对退化草地禁牧，合理灌溉施肥等管理措施，促进草地的

自然演替，实现碳储量的增加。 Ｓｃｈｍｉｔｔ 等研究了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土地利用变化对山地草原碳交换的影响。
研究表明，收割和放牧之后草地从碳汇转变为碳源。 采取管理措施的草地生物量和碳储量要高于没有管理措

施的草地，减弱管理强度则可能导致草地碳储量的下降［５２］。 由此可见，管理在草原碳平衡中发挥重要作用，
完善管理将促进草地生态系统的碳吸收。
１．３　 农业生态系统

森林或草场向农田转变大量减少植被碳储量的同时，也伴随着土壤碳储量的减少，尤其是森林向耕地的

转变导致土壤有机碳含量下降 ３０％，土壤有机碳密度下降 ２２％［５３］。 高强度的农业生产活动会增加土壤呼吸

强度，土壤有机质加速分解并释放到大气中。 传统的耕作方式也会降低碳素在土壤中的留存时间，减少向土

壤归还的碳素，导致土壤碳每年流失大约 ０．９ ＰｇＣ。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和 Ｇｏｏｄａｌｅ 研究表明当森林转变为永久性耕地

的时候，表层土壤中 ２５％—３０％的碳会释放到大气中［５４］。 周涛和史培军等对中国土壤剖面样本展开研究，土
地利用变化在总体上导致了耕地土壤碳的排放［４６］，发挥碳源的作用。 中国农地利用碳排放量从 １９９３ 年的

４．３ Ｍｔ上升到 ２００８ 年的 ７．８ Ｍｔ，年平均增长率为 ４．０８％［４９］。 中国农地的碳排放强度为 ０．３７ ｔ ｈｍ－２ｙｒ－１，低于国

际平均水平，主要是因为施用有机肥和秸秆还田利于土壤有机碳的蓄积［５５］。
耕地向建设用地转化也是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的一个主要过程，对植被和土壤碳库造成长期的影响。 耕

地转化为建设用地伴随着地表植被的清除，经过土地的翻动和回填后，以不透水地面和绿化用地代替原本的

用地类型，这些覆被类型吸纳碳的能力减弱，将对土壤有机碳含量产生直接的影响［５６］。 姜群鸥等对黄淮海平

原耕地的转移展开研究，指出耕地与建设用地之间的转移是减少植被碳储量的主要原因［５７］。 从土地利用结

构变化与碳排放量的关系来看，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将导致强烈的碳排放［５８］。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建设用

地大规模扩张，农用地被建设用地占用所引发的碳排量，由 ２００１ 年的 ９．０５ Ｍｔ 升至 ２００８ 年的 １０．５７ Ｍｔ，８ 年时

间增长了 １６．７３％，年增长率 ２．２３％［５６］。
与森林或草场转变为耕地造成碳排放不同，耕地恢复为草场或森林是一个碳贮存的过程，退耕还林还草

使土壤碳储量分别增加 １８％和 １９％，农田转变为次生林土壤碳储量增加最多，达到 ５３％［１３］。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

中国因生态退耕产生碳汇 ５．８７ Ｍｔ［４９］，其中，退耕还林和退耕还草的碳汇潜力约为每亩 ７０．５ Ｋｇ 和 ３４ Ｋｇ，由此

可见在适宜条件下，退耕还林的碳汇潜力要高于退耕还草［５９］。 另一方面，完善耕地管理，加强土地整治，采用

保护性耕作措施也可缓解碳排放。 美国是实施保护性耕作的国家，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 ５７％的耕地将采用保护性

耕作措施，固碳能力将达到 ８０—１２９ Ｔｇ［５９］。 Ｔａｏ 等［２０］评估了农田管理对 １９０１—２００５ 年间热带亚洲陆地生态

系统碳储量的影响，指出采取积极的土地管理政策可减少 １０％的碳排放，这表明完善土地管政策和措施是亚

洲热带地区减少碳排放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２　 土地利用变化碳效应研究方法

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循环的影响研究中，模型法是不可缺少的手段［５９］。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随着地理信

息系统和遥感技术的发展，研究偏向于遥感资料和技术以及复杂机理模型的应用，因此目前土地利用变化影

响的研究方法主要有遥感观测和遥感模型、统计估算、生态系统模型以及土地利用预测与生态系统模型的

耦合［６０］。
２．１　 遥感观测和遥感模型

遥感数据在时空分辨率、空间格局与客观性方面优于传统统计数据，也避免了站点实测数据在空间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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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连续、破坏性大、耗费大的缺点，因此采用遥感数据和模型测算土地利用变化对碳循环的影响成为土地利用

变化研究的热点［２８，３０］。 遥感技术和数据在生态系统碳循环研究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通过遥感数据可以获得土地利用时空变化数据等。 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数据集的建立是利用遥感手

段评估土地利用变化碳效应的一个关键环节。 国际上已构建了全球尺度的 ３００ ｍ、１ ｋｍ 和 １０ ｋｍ 的土地利用

变化数据集［３２］。 两个代表性的全球数据集分别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全球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中心建立的“全
球土地利用数据集”和荷兰环境评价局建立的“全球历史环境数据集”，它们作为定量评估土地利用环境效应

的重要数据，已被广为采用，但这两个全球数据集在区域尺度上的数据精度和准确性有待于进一步的论

证［６１］。 美国、北美、欧盟和中国等区域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也相继建立了 ３０ ｍ 或 １：１０ 万比例尺的土地

覆盖数据库［３２］。 这些时空遥感数据虽然对于辨识多尺度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机制和环境效应有重要的意

义，但也存在着数据缺失、不一致、多源信息融合等多方面的问题［６２］。
其次，通过遥感技术可以获取温度和土壤水分等地面信息以及植被结构参数，作为遥感模型的驱动数据，

如 ＣＡＳＡ 和 ＧＬＯ⁃ＰＥＭ（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Ｍｏｄｅｌ）模型等，这些模型简单实用，大部分参数可

以通过遥感方式获得，而且采用的遥感数据周期性强、观测面广，提高了时空分辨率，成为估算陆地生态系统

碳储量的一个主要方向。 ＣＡＳＡ 模型是从植被机理出发而建立的遥感参数模型，模型需要的土地覆被、土壤

水分和地表辐射温度等可以通过遥感数据计算得到。 目前，ＣＡＳＡ 模型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区域陆地净生产

力、全球碳循环的评估中，但是利用 ＣＡＳＡ 模型模拟土地利用变化对碳通量的影响，需要基于区域特征对模型

中的参数做作进一步的调整，改善模型的可行性［６３⁃６５］。 ＧＬＯ－ＰＥＭ 模型是以植物光合作用和自养呼吸等生态

机理过程为基础，完全由遥感模型驱动的生产力效率模型。 姜群鸥等应用 ＧＬＯ－ＰＥＭ 模型和 １９８８ 年 ＮＯＡＡ
卫星遥感数据，估算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植被碳密度，并估算了耕地转移对植被碳储量的影响［５７］。 刘海桂

等利用 ＧＬＯ－ＰＥＭ 模型的结果，分析了 １９８１—２０００ 年期间广东省净初级生产力的时空动态［６６］。 陈卓奇等利

用 ＭＯＤＩＳ 数据反演光合有效辐射，采用遥感土壤湿度数据和光合有效辐射吸收比率，驱动 ＧＬＯ－ＰＥＭ 模型估

算了青藏高原净初级生产力［６７］。
２．２　 统计估算

“簿记”模型是模拟生态系统碳循环统计模型的典型代表，得到普遍认可与应用，影响较大。 该模型虽然

是一个计数模型，将许多基础生态过程表达成各式干扰曲线，具有生态过程模型的许多特征。 模型追踪活质

生物体、枯枝落叶、木材产品和不同土地类型土壤碳的储量及其变化，因此可用于估算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

统碳密度造成的影响［３］。 但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效应过程复杂，“簿记”模型欠缺对林地恢复和再造林的考虑，
Ｖａｎ Ｍｉｎｎｅｎ 等在考虑造林的情景下，对土地利用碳排放的估算结果要比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采用“簿记”模型的估算结

果低［６８］，这是因为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过高的估计了历史森林砍伐，没有考虑森林的恢复和再造，森林砍伐率要比其他

的研究项目高 ３０％—６０％［３］。 Ｆｅａｒｎｓｉｄｅ［６９］和 Ｒａｍａｎｋｕｔｔｙ 等［８］利用“簿记”模型估算历史土地利用碳排放，估
算结果偏高，是因为该模型忽视了大气碳浓度、气候和生态系统碳循环相互作用带来的反馈作用。

除了“簿记”模型，还存在其他的统计模型用于估算生态系统净初级生产力和碳储量。 生态系统的生物

化学循环与环境因子具有较大的相关关系，因此将气候因子如温度、降水量等作为驱动数据来建立的统计回

归模型［７０］。 这种模型的优点在于参数较少并简单，适用于资料和数据欠缺的情况，但其缺乏对生理学机制的

考虑，简化了生态系统碳循环的影响因素，将气候因子等运用到模型中进行的回归，影响了模型的估算精度。
另外，模型得到的往往是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要估算碳储量的变化还需要进一步的转化，常用的方法是

采用平均的转换率，这进一步增加了模拟结果的不确定性。 ＩＰＣＣ（Ｉｎｔｅ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ａｎｅｌ ｏ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温室气体清单方法、生物量法和生物量清单法也常被应用于生态系统碳净变化量的计算［５１，７１］，涉及到平均碳

密度和土地利用变化的碳库影响因子，同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往往采用相同的碳密度和影响因子。 这些方法简

单易用，但对影响过程过于简化，未涉及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碳循环的机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模拟结果精确

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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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生态系统模型

生态系统模型主要包含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常被用于土地利用变化影响的研究中。 静态模型假定植被

类型在区域内均匀分布，模拟过程中土壤类型和植被类型不变，同时最大叶面积、光合作用等生理生态参数也

保持不变。 模型以天到月为时间分辨率，模拟净初级生产力、土壤呼吸等的变化，最终得到区域尺度碳储量的

变化［６０］。 这类模型包括 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ＡＳＡ、和 ＢＩＯＭＥ 模型等。 ＣＥＮＴＵＲＹ 模型包含了土壤有机质子模型、水
循环子模型、植被生产子模型，模拟了水、碳和氮的动态循环变化过程［７２］。 ＣＡＳＡ 模型将环境变量和遥感数

据、植被生理参量联系起来，主要模拟全球或区域净初级生产力、地上地下生物量、叶面积指数和碳通量［２３］。
ＢＩＯＭＥ 系列模型耦合了碳和水循环模型，用来模拟大尺度的气候变化对植被结构和功能类型的影响，模型主

要涉及高程、土壤类型、月均温、降水和日照时长等数据。 这类模型的优点是充分考虑了生态系统生长和发育

的基本生理过程，通过对植物的光合作用、有机物分解及元素的循环等生理过程的模拟进行估算，模拟结果可

靠性强［７３］。 但模型涉及较多的机理过程，要求输入参数较多，模型的适用性受到限制。 另外，模型并未考虑

参数具有的地域差异性，只在一定范围内适用，而且这类模型局限于现实植被条件下碳收支的模拟，不能很好

地预测未来的碳收支，模拟结果也不能反映出空间格局的异质性。
动态模型与静态模型的区别在于动态模型考虑了生态系统随气候和时间的变化，考虑了生态系统结构和

组成的变化问题。 这类模型的主要特征是植被类型可以随时间改变，并使反照率、地表粗糙度和光合作用速

率等以年或天为时间分辨率发生变化，因此可以用来估算时间连续下生态系统碳收支的变化问题［７４］。 这类

模型包括全球植被动态模型（Ｔｈｅ Ｌｕｎｄ⁃Ｐｏｔｓｄａｍ⁃Ｊｅｎａ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ＬＰＪ⁃ＤＧＶＭ）、ＴＥＭ 等。
ＬＰＪ⁃ＤＧＶＭ 从 ＢＩＯＭＥ 系列模型发展而来，它以气候、土壤质地和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输入变量，考虑死亡和

自然干扰等因素的影响，模拟了生态系统各元素的循环。 模型通过植被对环境的适应性和资源竞争力，模拟

植被的分布与组成，将植被分为 １０ 种功能类型［７５］。 Ｏｌｏｆｓｓｏｎ 和 Ｈｉｃｋｌｅｒ 使用 ＬＰＪ⁃ＤＧＶＭ 模型，首次尝试估算

人类过去六千年中土地利用对全球碳循环的影响，分情景模拟了土地利用的碳排放量［６］。 ＴＥＭ 模型是基于

生态系统过程的动态仿真模型，该模型和气候模型的耦合，利用不同区域空间分布的系列参数如气候、植被、
水容量、土壤属性、海拔高度等，模拟生态系统中碳氮通量和规模。 现已发展出多个版本，如 ＴＥＭ⁃Ｈｙｄｒｏ 能够

动态模拟水、碳、氮的通量变化［７６⁃７７］。 这类模型的优点是考虑了植被形成的气候因素和物候学因素的影响，
并加入了植被竞争和替代的生长机制，可以模拟从景观到全球尺度的碳收支动态，但在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

系统碳循环的研究中，未能将土地利用变化整合到模型中，进而不能模拟土地利用变化的时空格局对生态系

统碳循环的影响，限制了模型的预测能力。
２．４　 土地利用预测和生态系统模型耦合

以上的方法模型能较好地模拟生态系统的碳收支，但模型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

影响机制，因此建立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的耦合模型成为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目前该类模型较少［２５］，
有代表性的是 ＩＭＡＧＥ 模型和 ＬＰＪｍＬ 模型。

ＩＭＡＧＥ 模型是全球环境综合评估模型，主要用于温室气体排放情景和减排政策的评估。 模型主要包括

三个模块，其中第一个模块用来计算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考虑了土地利用对温室气体排放的影响。 土地利用

模块考虑了 ８ 种土地利用类型，可以估算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７７］。 ＩＭＡＧＥ 模

型将生态模型、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模型耦合，并以社会经济系统为驱动，如人口增长，经济，能源供应和需求

等，对土地利用空间格局进行预测，精确地反映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造成的碳排放［２４］。 Ｍｅｉｊｌ 等通过全球经济

模型 ＧＴＡＰ（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ｊｅｃｔ）和综合评估模型 ＩＭＡＧＥ，预测了欧洲 ２００１—２０３０ 年的农业土地需

求，模拟了四种情景下的土地利用变化情况［７８］。 Ｌｅｅｍａｎｓ 等运用 ＩＭＡＧＥ 模型研究了城市化导致的土地利用

变化对碳循环的影响［２４］。 ＬＰＪｍＬ 模型是全球植被动态模型之一，模型能够模拟自然生态系统和农业生态系

统的植被组成和碳水循环，考虑了光合作用、植被生长、火灾干扰和灌溉等过程对生态系统碳贮存的影响。
ＬＰＪｍＬ 模型考虑了全球范围内土地利用动态变化，采用 ０．５ 度格网的时序数据，是以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为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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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全球土地利用模型。 基于减少碳排放的目标，Ｌａｐｏｌａ 等利用 ＬＰＪｍＬ 模型研究了巴西和印度生物质能源

的生产潜力和土地需求，比较了政策目标下的土地需求和土地利用格局的变化［２５］。 该类模型不仅对陆地生

态系统碳循环有很好的模拟，并能充分考虑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反馈作用，提高了模拟结果的准确度。
另外，模型采用全球土地利用变化时空数据，可以进行全球及区域尺度的模拟，但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和影

响因地域尺度不同存在差异，因此还需要考虑研究尺度对模型参数和假设的影响。

３　 总结与研究展望

土地利用变化是人类对陆地自然生态系统的最大影响因素之一，是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最直接的影响因

子，其主要表现为森林、草场和农田的砍伐或退化，以及向城市建设用地的转化，这些过程均伴随着生态系统

碳储量的变化。 全球范围内，森林向农田或草场转变导致的碳排放居于土地利用变化碳排放的主导地位。 从

研究方法上来看，统计资料的完善、遥感技术的出现与遥感数据分析方法的改进以及系统模型的逐步完善等

都促进了土地利用变化碳效应的研究，但目前的研究结论尚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未来需要加强以下几

方面的研究：
（１）研究数据中存在的不确定性。 基于历史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其精度很难验证，遥感影像的解译、分

类，也容易受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 另一方面，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影响的驱动因素涉及社会、经济、自
然生态多方面多分辨率的时域数据，这对数据积累和多源数据耦合提出很高的要求。 因此，建立统一的观测

统计和解译方法，构建相对完善的土地利用分类体系，并对多方数据进行验证，这将减少不确定性，提高模拟

结果的精度。
（２）开展土地利用与生态系统模型耦合是该领域发展方向之一，但模型之间的耦合尚处于初级阶段。 两

类模型的耦合利于综合评估土地利用变化造成的影响，但各模型均存在一些理想假设和参数设定，因此耦合

的过程需要准确把握各个模型的假设，并对模型的参数进行重新拟合。 另外，耦合过程应注重模型适用的时

空尺度，并对模拟结果进行验证。
（３）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涉及到多个时空尺度，影响结果存在尺度上的差异，因此需要建立

多尺度土地利用变化及生态系统综合技术方法体系和模拟平台，定量研究土地利用不同时空尺度的变化趋势

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４）当前的研究多是被动地评估土地利用政策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并未提供最优的土地利用格局，

决策支持的力度有限。 因此应加强碳减排目标下土地利用最优化布局的研究，模拟结果将具有更多的现实意

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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